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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3年2月2 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网信办 ”）发布了《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 “《标准合同办

法》 ”）及其附件《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 “《标准合同》 ”）。《标准合同办法》将于2 0 2 3年6月1日起施行，

并对此前已开展的个人信息出境活动予以6个月的整改宽限期，即应在2 0 2 3年1 2月1日前完成整改。

至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出境的三大合规机制——安全评估、认证、标准合同均进入落地阶

段。其中，标准合同作为目前最新落地的合规机制，因其生效无需监管审批（或第三方认证）、准备工作相对轻量

化等特性，而备受企业关注与期待。此外，由于欧盟标准合同条款（ “ S CC”）在域外已广泛应用，无论企业是否使

用标准合同作为合规机制，在与境外接收方、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谈判中，《标准合同》都将是无法绕开的重点话题

之一。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重点解读适用《标准合同办法》的核心关注点、并预测《标准合同》谈判签署中可能的疑难条

款，为企业使用标准合同实现个人信息出境合规提供参考。关于《标准合同办法》的重点解读，请见《上篇：作为

出境机制的标准合同》。本篇将对《标准合同》的条款进行深入解读，通过与征求意见稿的对比，洞察网信办所释

放的积极信号；并结合海问协助中国企业落地欧盟S CC的经验，辨析《标准合同》谈判签署中的 “伪痛点 ”与 “真难

点 ”，为企业使用标准合同实现个人信息出境合规提供参考。

下篇：作为协议条款的标准合同

一

释放积极信号：合理减轻双方义务，降低适用成本

《标准合同》相较其征求意见稿，在合法性基础、责任承担等多个重点条款中合理减轻了境内外双方的义务，有助

于降低适用成本、并为意思自治保留更大空间以应对多样化的实践场景，释放出了积极的监管信号。

（一）  明确单独同意范围：基于 “个人同意 ”才需取得 “单独同意 ”

《标准合同》多处新增规定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 ”，由此从监管侧正

式明确了：

（1）除个人同意外，亦可基于其他合法性基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例如，为履行合同所必需、按照劳动规章制

度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合理使用已公开个人信息等；

（2）基于个人同意才需取得单独同意，如基于其他合法性基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则可避免触及 “单独同意 ”这

一存在较高落地难度的法定要求。

（二）  双方责任解耦合：不再要求境内提供方无条件 “先行赔付 ”

《标准合同》将境内外双方的责任解耦合，不再要求境内提供方承担实质意义上的 “连带责任 ”，即针对境外接收方

因违反标准合同而对个人造成的损害，境内提供方有义务根据个人主张向其先行赔付，再向境外接收方追偿。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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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外（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 0条  共同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不再通过《标准

合同》作出严于上位法的责任分配规定，为双方意思自治保留更大空间。

因此，在未来签署《标准合同》时，在不贬损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下，建议对双方之间的数据法律关系及责任分配

方式进行具体补充约定，尽可能减少争议。

（三）  境外方自证成本降低：以 “书面说明 ”取代 “审计报告 ”

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语境下，审计是一种较为强势的合规监管措施，审计报告虽具备更强的合规证明效果，但同时也

伴随着更高的合规成本投入。

相较征求意见稿，《标准合同》相对限缩了审计的应用场景，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仅要求境外接收方提供 “书面说

明 ”，而不再强制要求提供 “审计报告 ”：

（1）作为受托人（相当于GDP R中的 “p r o c es s o r ”）的境外接收方，保存期限届满后删除或向境内提供方返还个人

信息；

（2）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相当于GDP R中的 “c o n t r o lle r ”）或受托人的境外接收方，在合同解除后删除或向境内

提供方返还个人信息。

前述修改为双方意思自治保留了更大空间，视实践场景不同，双方既可仅保留格式条款，对境外接收方的书面说明

不作进一步的限定，从而避免因境外接收方自证成本过高阻碍谈判；也可进行补充约定，例如要求境外接收方提供

审计报告，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合规约束。

（四）  合同摘要不再必需：提供合同副本不影响理解即可

为保障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标准合同》规定境内提供方与境外接收方均有义务根据个人要求，向个人提供标

准合同副本。相较征求意见稿，《标准合同》在坚持 “结果导向 ”的同时，放宽了对实现方式的限制：从要求企业如

提供遮密副本则须同时承诺提供合同摘要，改为 “在不影响个人信息主体理解的前提下，可对本合同副本内容进行

适当处理 ”。在平衡个人知情权与企业机密保护的前提下，为企业实际履行标准合同义务留下更大的弹性空间。

二

借鉴欧盟经验： “伪痛点 ”与 SCC同源，谈判难度可控

标准合同作为出境合规机制的基本逻辑为：通过合同义务的形式，约定法定义务的实质，从而约束境外接收方实现

不低于本国法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在此逻辑下，如何尽可能约束 “鞭长莫及 ”的境外接收方实际履行合同、如何对

其进行监管、发生违约时如何使其承担责任等问题，就成为各国权威机关设计标准合同制度时的重点。

《标准合同》在此方面多处借鉴了欧盟S CC的成熟经验，规定了境外接收方需承诺接受中国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接受个人信息主体在中国境内提起诉讼等合同条款。尽管此类条款直观而言对境外接收方较为严格，但鉴于其系标

准合同内在逻辑所必需，且此类条款在欧盟S CC中均有严格程度不逊于《标准合同》的原型规定（示例如下），若

境外接收方此前已签署欧盟S CC，则我们理解与境外接收方谈判签署《标准合同》时此类 “伪痛点 ”并不会造成实质

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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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尚存部分难点：《标准合同》的额外要求与模糊地带

（一）  保存期限需明确约定，并向个人具体告知

相较征求意见稿，《标准合同》简化了境内提供方需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的事项，除 “保存期限 ”外，其他告知事项

均曾在上位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 9条中被明确列举。针对境外接收方向境外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即再转移）

的情形，《标准合同》亦新增了 “保存期限 ”的告知要求。

在附录一 “个人信息出境说明 ”中，也需就保存期限予以明确约定。相较征求意见稿，《标准合同》新增了填写提

示，将 “出境后保存期限 ”进一步细化为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相较征求意见稿，《标准合同》进一步凸显了监管机构对于 “保存期限 ”的关注，结合海问协助企业申报数据出境安

3



全评估的经验，我们理解，如何确定具体、合理、可落实的保存期限，在明确的监管要求与复杂的企业实践之间找

到平衡点，可能构成部分企业未来实践中的难点之一。

鉴于《标准合同》的配套规定正在制定当中，不排除监管机构未来适当放宽对于保存期限颗粒度的要求。但万变不

离其宗，鉴于保存期限在三大机制中均成为监管机构明确的关注重点，构建完善的数据留存期限制度，已是企业在

数据出境合规新常态下无法回避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  部分条款未区分境外方类型（ C- C/ C- P），义务与场景可能不匹配

签订《标准合同》的境内提供方须为个人信息处理者（ c o n t r o lle r），而境外接收方则可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或受托

人（p r o c es s o r），即《标准合同》适用于 “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C- C） ”和 “个人信息处理者—受托

人（C- P） ”两种场景。然而，相较于欧盟S CC采取模块化的方式针对不同的场景规定差异化合同条款，《标准合

同》选择以统一的合同条款兼顾C- C及C- P两种场景。受制于该体例，因《标准合同》的部分条款未基于两种场景

进行区分，境外接收方在特定实践中可能面临义务过重或履约不能的情况。例如：

在境外方履约证明条款中，《标准合同》未加区分地要求境外接收方：（1）承诺向境内方提供证明履约的必要信

息；（2）允许境内方对必要数据文件和文档进行查阅；（3）允许境内方对合同所涉处理活动进行合规审计。当境

外接收方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 “自主 ”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而非仅作为受托人 “从属于 ”境内提供方时，说服境外

接收方接受该条款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有关开展合规审计的要求。

在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条款中，《标准合同》未加区分地要求境外接收方根据中国法就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报告中国监

管机构、并通知个人信息主体，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仅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有义务通知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

的部门和个人，而未要求受托人履行同等义务。但考虑到《标准合同》该条款尚存一定的解释空间，在不贬损个人

信息权益的前提下，双方在实践中可就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应对作出适当的补充约定，以缓解境外接收方义务过重

或履约不能的担忧。

（三）  部分条款约定过于具体，自行补充约定空间有限

《标准合同》部分条款的内容过于具体，限制了双方自行补充约定的空间，可能对于实践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例

如：

《标准合同》第六条第（一）项： “境外接收方应当确定一个联系人，授权其答复有关个人信息处理的询问或者投

诉，……。境外接收方应当……，并以简洁易懂的方式，通过单独通知或者在其网站公示，告知个人信息主体该联

系人信息……”

从文义而言， “其网站 ”的限定，意味着如选择网站公示方式，则仅能使用境外方网站，而不得使用境内方网站。尽

管该等限定未必完全合理（通过境内方中文网站公示效果可能更佳），但鉴于《标准合同办法》明确要求任何补充

约定不得与标准合同相冲突，为避免不必要的合规风险，企业需仔细审视各类补充约定与《标准合同》之间是否协

调、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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